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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派、文化学派，还是综合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取向刍议

谢 立 中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当我们问道“孙本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
个综合学派的社会学家”时，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而事实上，正如大
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本文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本文最早的思想
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 20 世纪 40 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本文
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本文是一个心
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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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孙本文社会学取向的不同说法

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到底是属于何种取向?

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文献中常有人讨论甚至争

论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应

该属于文化论社会学派。例如，一位名叫如松的

作者在 1931 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就将孙本文认

定为文化派社会学者，将孙本文早期著作中的内

容都认定为是文化社会学［1］; 燕京大学社会学教

授赵承信在 194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中

国社会学的主要派别是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学

派，而孙本文则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2］。但也

有人说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应该属于综合论社会

学派。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有孙本文自己的说法做

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孙本文曾明

确写道，“不能说自己属于心理学派”［3］254，“不可

误会视著者为文化学派”［3］259，并自诩为“属于综

合派之林”［3］255。另外，周晓虹教授在最新的一

篇纪念孙先生的文章中，则称呼他为“文化决定

论与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派”［4］。

那么，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到底属于哪一学

派呢?

不过，笔者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由于错误的提

问方式而生发出来的假问题。当我们问道“孙本

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

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个综合学派的社会

学家”时，我们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

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或是预设了他有一个

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社会学理论。而事实上，正

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本文的著

作，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

本文最早的思想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 20
世纪 40 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

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

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

学家; 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

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

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二、心理社会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思想的起点

陈定闳先生在提到孙本文的思想倾向时，有

过这样 一 段 评 论: “尽 管 他 在 早 期 的《社 会 学

ABC》中即表明文化与态度并重，但孙师早期的论

著实是以文化为主，他的社会学学说，应属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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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理论。他在教学中所灌输给学生的，是以

文化学派理论为主。当时他主持中央大学社会学

系所开设的课程侧重于文化学派，除他自己开设

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变迁贯穿文化学派的理论外，

又有黄文山的文化社会学、卫惠林的民族学、何联

奎的中国民族文化研究。因之，孙师早期的社会

学理论是文化学派的社会学。”［5］

孙本文最早的社会学取向到底是不是可以称

作文化社会学派呢?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首

先需要说清楚什么是“文化社会学派”?

笔者认为，文化社会学派的基本特征是: 以

“文化”而不是以文化以外的其他因素( 地理环

境、人的生物特性、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 来作

为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直接变量。如果这

个说法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孙本文早期的社会学著述是否符合这一界定。
阅读孙本文最早的一些社会学作品，我们可

以看到，他的社会学思想并不符合上述特征。在

孙本文最早的社会学著述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并非是以“文化”因素来作为解释社会行为和社

会现象的直接变量，而是以“社会态度”这种心理

因素来作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产生和变化的直接

变量。
什么是“社会态度”? 按照孙本文的解释，

“态度”就是个人人格中对于某种行为的趋势。
孙本文说: “行为的发动，在人格方面观察，有一

种行为的趋势。此种行为的趋势，是人格特质可

能性实现的动机，可以断定个人的行为。个人行

为的性质、范围、迟速等等，都为行为的趋势所决

定。行为的趋势，在社会学上称为态度。”孙本文

认为:“一切社会行为，其始都发源于态度; 态度

的交互刺激与反应，产生社会上种种行为。故态

度为社会行为的基础。”［6］

在《何谓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主要以

“社会态度”来作为解释社会问题产生和变化的

直接因素。孙本文说: “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制度

或社会标准变迁时社会上发生之问题。因为社会

制度或社会标准，不时变迁，故社会上不时发生问

题。但其变迁之主要原因，则不在社会制度之本

身，而在执行此社会制度之一群人对此制度之态

度。”“大概一种社会问题，必包含两种要素，即:

一、客观的社会状况———社会制度变迁前或变迁

时社会上之状况。二、主观的社会态度———社会

制度变迁时，社会上各个人对于社会状况之态度。

而此二要素中尤以社会态度为社会问题发生之必
要条件。① 故我人可说: 凡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必

须调整之任何社会状况，皆成为社会问题。换言

之，凡社会上许多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或标准，认

为必须变革时，则该社会即发生社会问题。”“如

是，社会问题之产生，其关键全在社会态度。换言

之，即使社会状况如何不良，社会制度如何不适

用，如其社会上多人不注意，不领会，不承认，则社

会上亦自无问题。所以可说: 社会问题之有无，全

视社会上多人态度为转移。”［7］53 － 54

孙本文举例说，“例如: 旧式婚姻，在二三十

年前，即使女子如何无智识、不识字、缠足、迷信、
不开通等等，在为丈夫者并不认为不满意。换言

之，为丈夫者之态度未变，故不成为问题。到如

今，欧风传来，情形大变。为丈夫者对于由‘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所娶之妇，为不自由; 故对于旧

式女子为不满意。举凡从前不成问题之条件，到

现在都成问题。换言之，为值得对于旧式婚姻之

态度既变，故产生此类旧式婚姻问题。”“又例如:

劳工问题，如工作时间之长，工资之低，待遇之苛

等等，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各工厂、各作场、各大商

店内之工人店夥，常常如此。大家视为固然，所以

并无问题。到如今，情形不同。劳工方面及社会

民众，渐渐注意劳动生活状况; 觉得工作不应太

长，工资不应太低，待遇不应太苛等等，于是就成

为社会问题。换言之，从前社会态度未变，所以即

使劳工生活如何贫苦，并不成为问题。现在社会

态度既变，此种状况便成为问题。”［7］54

可见，“同是一事，在一时代不成为社会问

题; 在他时代便成为社会问题。以同理推之，同是

一事，在一国或一地成为问题; 在他国或他地，不

成为问题。”“例如: 美国有两大社会问题，即禁酒

与移民是也。而在中国则二者并不成为问题。”
“所以单有不良之社会状况，不能产生社会问题。
问题之有无，全视社会上多人对此状况之态度变
迁与否。社会态度未变，则任何社会制度，全社会

之人，奉之为行为标准而莫敢违背，故不发生问

题; 社会态度一经变迁，则任何社会制度，即虽保

其固有之标准价值; 而社会问题，因此发生。”“要

之，社会问题之成立与否，全视社会态度为转
移。”［7］54

孙本文指出，社会问题之发生，完全由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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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之变迁。然而，社会态度的变迁又是由什么

因素引起的呢? 孙本文认为，社会态度之变迁，或

者起于与异种社会制度或文化之接触，或者起因

于内部之新发明。新态度与旧制度交互作用，乃

产出一种社会问题，并由此而产出一种新运动，因

以造成一种新制度。其关系可由下图表示之:

新制度→

旧态度→新态度→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新制度

旧制度 →
但孙本文认为，归根结底，引发社会问题的根

本原因还是社会态度的变化。孙本文明确地说:

“就社会问题而言，其发生之枢纽，还在社会态度

之变迁。我人固知社会态度之变迁，是由于与新

制度之接触。但反言之，社会接触，不一定能改变

社会态度。譬如中西文化之接触，为日已久。我

国近年社会制度之变迁，固大率由于欧化输入之

故。但何以欧美各国未尝因与我国文化接触而发

生变迁。又如非洲黑人之在美国者几已无全为美

国文化所同化; 但在美国人民方面，则未尝因与黑

人接触，而发生何种变迁。”［7］56可以说，在这段话

里，孙本文不仅再次强调了社会态度的变化对于

社会问题发生的关键作用，而且还已经隐约意识

到并表达了社会态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

独立性，并不必然随文化接触而转移这样一个道

理。因此，很自然，孙本文明确提出: “社会制度

之变迁，固由于与异种制度接触; 但社会问题之成

立与否，毕竟还视态度之变迁与否以为断。故欲

解决社会问题，全在转移社会态度。社会态度若

能转移，则社会标准即变迁; 社会标准既变，则社

会问题即已解决矣。”［7］56

孙本文举例说明道: “当胡适之辈提倡新文

学时，不知有多少人出而反对; 可见当时之社会态

度，赞成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但到如今，社会上对

于文学之态度已转移，多数人赞助新文学，反对旧

文学。到此，可谓社会标准已变迁，而此问题亦已

解决矣。”“又如女子缠足之风俗，在从前即智识

阶级之人，多视缠足为女子美观要素之一。择娶

者以此为选择标准; 可见缠足为当时社会标准。
而其时社会态度对于此缠足风俗极端赞成。但自

与欧化接触后，知缠足之种种弊害; 提倡放足，鼓

励天足; 到如今，社会态度已变，少年择配不但不

以缠足为美观要素，而且视为唯一之反对条件。
到此，社会态度已转移，社会标准亦变迁，可说此

问题已解决矣。”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之变迁，全

视对此制度之社会态度为转移。所以欲解决社会

问题即在转移社会态度。转移社会态度之途径有

三: ( 一) 教育，( 二) 宣传，( 三) 立法。教育为人

群根本之改革; 宣传所以启牖民众; 立法所以范围

民行。而此三者尤赖有领袖人才与致密组织以执

行而实现之也。”［7］57

总而言之，在《何谓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

文是一个地道的心理主义者，其主要表现是: ( 1 )

他完全是以“社会态度”这种心理因素为直接因

素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变化; ( 2 ) 他明

确指出社会态度的变化虽然是由与新制度或新文

化的接触而引起，但这种接触只是引起社会态度

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 3 ) 在提到可能

导致社会态度变化的触媒时，他虽然提到了新文

化，但只是把它作为与新制度并列的因素之一，而

且，在更多的时候，他提到的是新制度，而非新

文化。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说，至

少在写作《何谓社会问题》这篇文章时，孙本文不

是一个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心理学派社会学家，以至于孙本文本人也不得不

承认，他在此文中是“全从心理的观点，解释社会

问题。以‘社会态度’一概念，说明社会问题的起

因。”［3］254

不过，一年之后，在《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

题》一文中，孙本文的观点就有了重要的变化。

三、走向文化社会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取向的

第一次演变

在《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

文开始尝试主要以“文化”因素来作为解释社会

问题产生的直接因素。
孙本文说:“我国目前有许多社会问题，若从

纯粹的文化观点去分析，便可发见，其根本症结，

在文化失调。”［7］58一个社会的文化可以划为物质

文化( 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衣服、食物等) 和非

物质文化( 道德、政治、信仰、风俗、科学、哲学等)

这两大类。这两部分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适应

的。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物质文化变迁的时候，与

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也会跟着变迁以适应之。但

实际上，在物质文化变迁的时候，也有很多与之相

关的非物质文化未必跟着变迁，那时，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之间，便发生一种失调的现象。这种

文化失调的现象，就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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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认为，中国当时不少社会问题就是由

当时中国文化变迁的失调造成的。例如，劳工问

题。孙本文指出:“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机械愈加

发展，资本愈加增多; 社会上经济状况，大改旧观。
而人类生活的物质需要，就大大变迁。但是社会

上大部分风俗、制度，却不能和这种极重大极迅速

的物质上的变迁相适应。于是物质状况大变，而

处理物质状况的种种风俗制度，往往因仍未变，或

略变而不彻底; 结果，社会上就发生一种失调的现

象。我国目前的劳工问题，可说就是这一种失调

的表现。”［7］59

孙本文具体解释说，在从前纯粹小规模的手

艺工业时代，中国的工业生产过程主要有以下一

些特点: 一是工作不是很严格，所以工作时间也往

往较长; 二是工资足以维持工人生计; 三是工作是

很安全的; 四是工人和场主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但是到了机械工业发达以后，盛行工厂制度，工作

过程的特点也就大变: 一是工作是很严格的，二是

工资不够维持生计，三是工作是很危险的。四是

劳资两方是不相接近的。然而，虽然物质生产过

程已和旧时小规模手艺工业时代大不相同，但是

旧时适用于小规模手艺工业的种种风俗制度，却

还没有完全改变。因之，工业社会就发生一种杌

陧不安的失调现象: 一是在现今严格的机械工业

的工作状况之下，还是要应用从前长时间的工作

制度; 二是在现今生活程度已经加高的时候，还是

要应用从前低薄的工资制度; 三是在现今容易发

生危险的工厂里工作，而还是没有适当的赔偿和

保险的保障制度; 四是在现今劳资两方极无感情

的工业状况之下，而还是没有相当的方法，去消弭

冲突。这就是目前中国工业社会失调的现象，也

就是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劳工问题。
再如婚姻问题。婚姻自由和社交自由，原是

关系极密切的两种制度。社会上男女交际必须极

自由，那末，婚姻方可有自由择配的余地。假使社

会上男女间交际，还是不很公开，那末，通行婚姻

自由的制度，实际必定觉得有许多困难。在从前

父母代主婚姻的时代，婚姻是不必自己费心的。
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可得到一个现成的配

偶; 用不着社交，用不着结识。所以采用社交不公

开的制度，自然是互相适应而没有问题的。中国

进入 20 世纪以来，婚姻自由的制度，似乎已经风

行于社会了，尤其是智识阶级。但是，实际除开男

女同学的学校外，在普通社会上，男女交际，还是

很不公开，就是男女同学的学校，通常女生总是占

数极少。男女间交际，还不平衡。在这样的社会

状况之下，实行婚姻自由的制度，自然要经过一定

困难。青年男女间，或者完全缺乏交际的机会，或

者仅有极褊狭的交际机会，其结果就发生三种现

象: ( 1) 一个人遇到一个异性朋友的时候，往往因

为机会难得，就作终身配偶之想; ( 2 ) 一个人所遇

有限的异性朋友，都是性情志趣不相投，就致缺乏

择配的机会; ( 3 ) 一个人因为眼界太高，如学问、
地位等，凡所能遇见有限的异性朋友都不合意，就

致无结识和选择的余地。这种婚姻制度改变，而

社交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就是今日中国青年的

一种婚姻问题。
再如离婚问题。“我国社会，关于婚姻制度

固有的文化模式和欧西社会的文化模式，大不相

同。我国近年以来，社会上已风行婚姻自由和离

婚自由的制度。但是他种社会制度，却还没有大

变———譬如社交和女子职业等。因此，社会上便

发生一种失调的现象。”“在从前婚姻和离婚不自

由的时代，社会上注重名节，不许女子再嫁的; 而

且女子是照例依赖男子，不必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所以女子可以无职业的。到了现在，婚姻和离婚，

已经可以自由了; 但是社会上，还是死守着‘妇人

从一而终’的礼教，不许女子有再嫁的可能和机

会。而同时凡被离婚的女子，因为从前女子职业

的不发展，全都缺乏经济独立的能力，依旧是要靠

着他人生活的。在从前时候，女子结了婚，无经济

独立的能力，不成什么问题; 因为可以依赖丈夫

的。现在被丈夫离弃了; 说再嫁罢，因为礼教的束

缚，没有可能; 就是说可以再嫁了，机会也是很少。
说谋生罢，毫无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弱女子，到哪里

去糊口呢? 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上就发生一种文

化失调的现象，成了目前的一种离婚问题。”［7］64

孙本文总结说: “有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

背景的中国，而处于今日社会变迁剧激而迅速的

时代，文化各部分之间，当然不能同时得到一种互

相适应的秩序。换句话说，在这个社会剧激变迁

的时代，当然随时随处，可以发见文化失调的社会

问题。”［7］64

孙本文认为，至于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法，说

来很简单，就在调整既经失调的文化现象。“就

是说，把既经失调的文化现象，使之互相适应而调

和罢了。因为在文化失调的时候，社会上才感觉

到发生问题，一到失调的文化，既经适应而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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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社会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7］64 － 65 譬如:

( 1) 劳工问题。假使我们能够把工资的标准加

高，使和生活程度相应，那末工资问题就解决了。
假使我们能够把工作时间的标准减短，使和工作

状况相合，那末，工作时间问题就解决了。假使能

够制定适当的工人教育、工人赔偿和工人保险法，

那末，工人待遇问题也至少解决了一部分。假使

能够制定适当的调解纠纷方法，组织适当的工人

团体和雇主团体，那末，劳资冲突问题也就容易消

弭了。( 2) 婚姻问题。假使社会上男女间社交能

够完全公开。那末，自由婚姻制度绝对的可以不

生问题了。( 3) 离婚问题。假使社会上能够通行

再嫁制度，能够使男女在职业上平等待遇，能够使

女子有经济独立的能力，那末，这种离婚问题也就

不成问题了。
至此，我们看到，与在《何谓社会问题》一文

中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孙本文几乎完全是在用文

化失调一类的宏观因素而非社会态度一类的微观

心理因素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回顾一下孙本文

在前述《何谓社会问题》一文中对劳工等问题的

解释，可以看到此处的解释与彼处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对于工作时间之长、工资之低、待遇之

苛等劳工关系方面的问题，在《何谓社会问题》一

文中，孙本文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社会态度”的转变: 这些现象以前也有，但大家

视为固然，所以并无问题; 而现在劳工及社会民

众，渐渐觉得工作不应太长，工资不应太低，待遇

不应太苛等等，于是就成为社会问题。而在《文

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对劳工

问题产生的解释则是“物质生产过程已和旧时小

规模手艺工业时代大不相同，但是旧时适用于小

规模手艺工业的种种风俗制度，却还没有完全改

变”，譬如过去手工业时代，工作不是很紧张，所

以劳动时间长一点也不成为问题，但在今天的机

械工业时代，工作过程已经非常紧张，再像以前那

样长时间的工作，劳工就很难坚持了，所以觉得长

时间劳动是一个问题; 再如手工业时代物价不高，

所以低工资也不会对工人的生计造成问题，但今

天物价不断增长，低工资就难以维持工人的生计

了; 过去企业小，劳资双方接触机会多，感情比较

好，出现了矛盾也容易解决，但今天企业大，劳资

之间接触机会少，感情淡漠，出现了矛盾再用以前

的老方法来处理就不够了，等等。这里对劳工问

题的解释似乎完全无须“社会态度”一类的心理

因素出场，纯粹是由于文化失调这样一些客观的

因素造成的。对于婚姻问题的解释，情形也是如

此。也正因为如此，在讨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时，孙本文也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要“把

既经失调的文化现象，使之互相适应而调和”( 例

如把工作时间缩短、把工资标准提高、制定调节劳

资纠纷的方法等) ，而不是调整人们的社会态度。
“失调的文化，既经适应而调和的时候，社会问

题，自然也就解决了。”由此而言，我们似乎完全

有理由将孙本文此时的社会学取向称之为“文化

社会学派”。
然而，比较麻烦的是，作者本人却似乎并不完

全愿意成为上述这样一种文化学派社会学家。对

于之前采用来解释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社会态

度”，孙本文并不想彻底放弃。在文章的末尾，作

者笔调一转，指出:“我们必须知道，上面所讲，是

从纯粹的文化立点说。实际，文化和社会态度，有

极密切的关系。”［7］65“文化常跟着社会上人们对

于这文化的态度的变迁而发生变迁的。假使社会

上人们对于这文化的态度未变，文化决不会自身

变迁的。”“所以文化失调决不是文化自身会能失

调的; 因为社会上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的失调的

缘故。譬如我国社会上，有的是赞成婚姻自由，所

以采取这种制度了; 有的还是赞成男女社交不公

开，所以还是把男女的界限看得很严。这就是社

会态度失调的证例。”“这样看来，文化失调，是起
于社会态度的失调; 而社会问题，是起于文化失
调; 所以社会态度的失调，就是社会问题发生的根
本要素。”“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在调整既经失调
的文化;要调整既经失调的文化，在转移既经失调
的社会态度。”［7］65 － 66从这些论述来看，在文化和

态度两者之间，孙本文似乎还是更倾向于以态度

来解释社会问题的产生。这就使得我们在把孙本

文的社会学取向称为“文化学派”时，不能不犹疑

起来。但这种强调社会态度为社会问题之直接诱

因的论述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孙本文对劳工问题、
婚姻问题等具体社会问题的重新解释并不一致，

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些论述难以理解。
在另外一些地方，孙本文似乎认为是文化和

态度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各种社会现象的

产生。例如，在《社会学原理》一书第十一章论述

文化和态度的关系时，孙本文明确写道: “我们必

须注意，态度不能单独产生社会现象的。态度必

须在社会环境中表现而活动的。社会环境中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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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文化。是可以态度表明的。故质言之，社会

环境中不外文化与态度。文化是客观的，属于物

的; 态度是主观的，属于人的。文化与态度的交互

作用，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文化固然常受态度
的影响，而态度亦常受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因
果，不能分离。本节是从态度的立场，讨论其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故偏重态度的影响。其实态度是

在文化环境中陶冶而成。态度的本身，即是文化

的反映，原无独立势力之存在，要之，就态度之活

动言，固可影响于社会现象，但就其起源言，则态

度亦出于文化环境之陶冶，固不能与文化脱离关

系。”［6］196 － 197若以此为据，我们似乎可以说孙本

文此时既不是一个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也不是一

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而是一个文化—心理相互

作用学派社会学家。但这和我们看到的孙本文在

《文化失调和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对劳工问题、
婚姻问题等具体社会问题的重新解释也并不一

致，使得我们在对孙本文的社会学取向做这种归

属时也不能不依然犹疑不决。不过，还未待这些

理论问题彻底解决，孙本文的思想就很快又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

四、走向综合社会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思想的

再演变

在《公民 社会问题》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两书中，孙本文对社会问题起因的解释又有了很

大的变化，他不再只以文化和社会态度来作为社

会问题形成的主要因素，而是将它们列为导致社

会问题产生的因素之一。
例如，在《公民 社会问题》一书中，孙本文写

道:“我们既知社会问题的发生，由于共同生活发

生障碍。而此障碍的来源，却不一致: 有从自然环

境的剧变而产生的; 有从生物的自然过程而产生

的; 有从心理的变迁而发生的; 也有从文化的变动

与失调而发生的。自然环境的剧变，如水灾、旱

灾、虫灾、震灾等等，一经发生，则人民的生命财

产，即受巨大的损失，而社会秩序，因此大乱。不

仅受灾的社会，当时发生灾荒问题，急需临时的救

济，而且人民被灾以后，元气大伤，农田产量减少，

衣食不能自给，于是发生普遍而永久的贫穷问题。
其次，人口之自然增长，虽受文化的影响，但仍不

能越出生物法则的范围。或出生超过死亡过多，

而使人口增长过速，于是发生食料不足，人口过剩

之患。或出生死亡同时减低，而使人口增长过缓，

于是发生人口停滞或减少之忧。这些都是因生物

现象而发生的人口问题。其次，社会的变迁，受文

化变动的影响为最大。近世大部分社会问题，都

是因为文化变动甚速，社会状况不能得相当的适

应而起。中国自海桐以来，欧美文化源源输入，于

是社会顿呈剧急的变迁。新旧制度的冲突，变迁

速率的参差，正在足以引起共同生活的障碍。于

是家庭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等等，同时发生。
这都是受文化变迁的影响。可是生活的障碍，不

完全是由文化的变动上产生出来，有时这种障碍，

是发生与我们心理上的觉察。文化尽可变迁，我

们如不觉察它的缺陷，则虽有变迁，而不生障碍。
如果觉察它的缺陷，则障碍立见。同是大家庭制

度，在往时不察觉它的缺陷，所以相安无事; 到了

现代，我们察觉它的缺陷，于是就发生问题了。同

理，妇女问题、劳工问题，都有同样情形。这都是

受心理影响的原故。”
总而言之，“共同生活的障碍，其来源不外四

类: 即环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
这四方面所生的障碍，再综括言之，不外两大类:

即客观的事实方面和主观的心理方面。客观方面

的事变，使共同生活顿生不可避免的障碍，明确严

重，显而易见。例如天灾人祸的影响，有客观的事

实在，决非人类的心理态度所能左右。此为障碍

之生于外界环境者。”“社会问题既起于人类共同

生活的障碍，则凡足以妨碍共同生活的任何现象，

均可归入于社会问题范围之内。如是以推，共同

生活的障碍无限，则社会问题的范围亦无限。但

是共同生活的障碍虽无限，而其主要的来源，则不

外四端，即上述的地境、生物、心理和文化四方面。
起于地境方面的障碍者，如灾荒问题、贫穷问题;

起于生物方面的障碍，如人口问题，起于心理方面

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如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

问题、农村问题、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等。此种分

析，仅就障碍来源的大端而言; 若就各问题的原

因，详加分析，则可发现其直接间接、主要和次要

的因素甚多，并不限于一种的原因。同一贫穷问

题，有的起于天灾，有的起于人祸，有的起于个人

品性，有的起于经济制度，有的起于文化落后，要

看各种社会实际状况而定。同一家庭问题，有的

起于感情冲突，有的起于环境影响，有的起于经济

压迫，要视家庭中各分子的品性、感情以及其他家

庭的境遇与一般社会的环境而定。每一种社会问
题，既起于很复杂的原因，而每一种原因，亦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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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故社会问题的内容，至

为复杂，而其范围，亦殊难确定。”［8］

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孙本文也写

道:“社会问题，不全起于文化失调。例如因水旱

而起的灾荒问题，显然不是由于文化失调。我们

不能谓灾荒不是社会问题; 但灾荒是自然环境剧

变的结果; 与社会文化只有间接的关系，而无直接

的关系。所谓间接的关系，如因水利失修而致水

灾; 因灌溉无法而生旱灾。但水利不讲求，与灌溉

无技术，可说是文化不进步，而非文化失调。故社

会问题有时固起于文化失调，有时却与文化失调

无关。”［9］6孙本文还在注释中检讨说: “著者于民

国十七年在《社会学界》第二卷所著‘文化失调与

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备述文化失调与社会问

题的关系，似偏重于文化失调一观念。当时列举

各问题 都 起 于 文 化 失 调，但 并 未 抹 杀 其 他 原

因。”［9］16 － 17孙本文还说:“社会问题，不一定起于

社会上多人的注意，或公认为危害。例如盗匪问

题，与公共卫生问题，不管社会上人是否注意，或

是否公认为危害，而自成为问题。盗匪横行，侵扰

闾阁，这是客观的事实，无关主观的心理。所以即

使人们不认为严重，而自成为问题。疠疫流行，死

亡相继，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不是心理所可转移

的。所以这种问题，即使社会不注意、不公认，也

自成问题的。至如灾荒问题、人口问题等，那更不

容说了。”［9］6 总之，“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的障

碍，其来源不外五方面，故社会问题的起因，即在

此五方面; 就是地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文
化方面与社会方面。这五方面，若再综括言之，可

归纳成两大类: 即客观的事实方面，与主观的心理

方面。客观事实应包括地境、生物、文化、社会四

方面; 主观心理，则在我人自己对于问题的觉察而

已。大概客观方面的事变，可使共同生活或社会

进步发生不可避免的障碍; 明确切实，显而易见，

决非人类心理态度所能左右。例如: 灾荒、犯罪、
失业、贫穷等皆是。这是外界环境的障碍。至于

社会上文物制度的影响，如家庭生活、婚姻关系

等，常不如灾荒、犯罪、失业等明确而易见。故此

等障碍的有无，不尽在客观的事实方面，而常在个

人的心理觉察方面。这是内界心境的障碍”［9］10。
孙本文还特别强调道:“社会上多人主观态度，可

以发见社会障碍，产生社会问题。但这种就主观

的心理方面言; 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客观的事实方

面。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起于客观的事实的障碍，

决不是我们心理态度所能转移的。”［9］11及至写于

1945 年的《五十年来的社会学》一文中，孙本文更

是明确地表白自己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的立

场是“虽重视文化因素，而非纯粹的趋向”［10］。
由此可见，到了写作《公民 社会问题》和《现

代中国社会问题》这两本书的时候，孙本文对于

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解释的确变得更加“综

合”了。他不仅不再单用社会态度一类心理因

素，而且也不再用文化或文化和社会态度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是用包括环境、生物、心理和文化等

方面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来解释社会问题的产

生，将这些因素并列为解释社会问题的不同因素

( 虽然还在纠结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 。
至此以后，孙本文就一直以“综合学派”社会学家

自居，反 映 出 他 对“综 合 学 派”取 向 的 偏 爱 和

中意。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为了寻找到一个在自己看来更为合适

的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穷其一生，孙本文的社会

学取向至少有过两次变化，前后形成过三种不同

的社会学取向。在他社会学研究生涯的起始点，

他的理论取向基本上是一种心理主义的; 但很快

他就转变成为一个带有强烈文化主义色彩的社会

学家，尽管此时及此后他一直纠结于心理主义和

文化主义之间; 几年之后，他再次改变了自己的理

论取向，自觉地转变成为一个他自己所称的“综

合学派”社会学家。
第二，周晓虹教授在《孙本文与 20 世纪上半

叶的中国社会学》一文中将孙本文的社会学取向

命名为“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

派”，这一命名既揭示了孙本文社会学思想中实

际存在过的“心理还原主义”、“文化决定论”和

“综合学派”三种成分，又试图以“综合学派”为落

脚点或最终归宿将这三种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孙本文的社会学定位为具有“文化决定论”和

“心理还原主义”色彩的“综合学派”，具有一定启

发性。不过，按照前面所作的描述和分析，笔者推

测孙本文本人可能并不一定会完全认同这一命

名。因为，尽管孙本文在《何谓社会问题》等文章

中的具体论述确实给人以“心理还原主义”的印

象、在《文化失调和中国社会问题》等文章中的具

体论述也确实给人以“文化决定论”的印象，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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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在前一篇文章中，还是在后一篇文章中，孙本

文自己却都明确地否定自己是一个“心理还原主

义”者或“文化决定论”者，而认为自己的主张是

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孙本文可能

会更乐意接受“文化与心理相互作用论的综合学

派”这一命名，虽然笔者觉得这一命名依然有忽

略孙本文思想演变过程这一不足。
第三，对于孙本文在社会学取向上从早期的

心理学派到稍后的文化学派再到后来的综合学派

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将这样一种思想历程解读为孙本文的

社会学思想在不断地从片面向全面进步。换句话

说，随着他从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向综合学

派社会学家的转变，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在内容

上变得更加丰富，在视角上变得更加全面，在立论

上变得更加可靠。从心理学派到文化学派再到综

合学派，每一个后来的取向都比前一个更为接近

真理( 笔者推测孙本文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思想历程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特别青睐“综合

学派”这一取向，并在自己后来的著述中反复强

调自己是属于“综合学派”) 。第二种解读则认

为，这样一种思想历程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孙

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在内容上变得更加丰富，在视

角上变得更加全面，在立论上变得更加可靠，但其

实他所放弃的前两种社会学取向并不一定就比

“综合学派”这一最后被他选定的取向更无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最初的心理主义取向，还

是后来的文化主义取向，在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和对人们认知的启发力方面，比之最后的“综合

学派”取向，可能并不逊色。因此，孙本文在社会

学取向上的这种思想演变历程，只应该被解读为

他在某种动力的驱动下从一种取向向另一种取向

的转变过程，而不应该被解读其社会学思想日趋

成熟的进步过程。虽然这两种解读可能都有道

理，但后一种解读却有可能为我们研究孙本文社

会学思想带来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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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ism，Culturalism，or Syntheticalism?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rientation of Sun Benwen

Xie Lizhong
( Sociolog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t actually presupposes an coherent and constant academic Profile of Sun Benwen when we asked a
question like " Sun Benwen in the end is a psychologicalism sociologist，a culturalism sociologist，or a Synthet-
icalism sociologist" ． In fact，taking a closer look at Sun＇s works，we will see that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rien-
tation of Sun Benwen has some changes in his academic life．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orientation indeed belong
to the psychologicalism in the early of his academic life，and indeed belong to the Syntheticalism in the late of
his academic life． Therefore，a general question like that mentioned above，or a general answer to that ques-
tion，should be inappropriate．
Key words: Sun Benwen; psychologicalism sociology; Culturalism Sociology; Syntheticalism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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